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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揭暄是明末清初士人，经历明清鼎革后归隐山林，专心访学交游，其所著军事书籍及对宇宙论的探讨颇有见解，为当时学者所称道。揭暄少年时接受过传统儒学教育，并对西学有所接触；归隐后与著名学者如方以智、方中通、游艺等相熟并与江西著名学派成员走动频繁、学术交往活跃，形成了一个以避乱为机缘有着明显地缘联系、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并在学术活动中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揭暄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其交往学者关注的问题和学术背景影响并得到其观点的启发，在学术探讨和辩难中愈渐丰富和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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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 Xuan’s scholarly intercouse and his writings
CHEN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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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Jie Xuan was a scholar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After experiencing the change of dynasties, he lived in seclusion and enjoyed contacting and visiting scholars. Jie Xuan’s discussion on military affairs and cosmology was commended by many contemporary scholars. Jie Xuan had obtained traditional educ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had an contact with the western learning at his young age. When be living in seclusion, he and famous scholars as Fang Yizhi, Fang Zhongtong, You Yi etc., as well as scholars from famous schools in Jiangxi province, knew well with each other and visited frequently each other. They formed a scholarly group on the basis of region and interests. Jie Xuan’s writing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rns of these scholars, and his ideas were enlightened and his understanding on western learnings were deepened by their viewpoints. By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with these members, Jie Xuan gradualy constructed his particular theory on cosmology, which combined western learning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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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西学传入，对中国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宇宙学说、天文历法与地理学等对中国传统宇宙观产生冲击并引发了天学家和哲学家对宇宙论探讨的兴趣。尽管西学的追随者如徐光启、李之藻力推西学，认为其不但可明“度数”，亦能言“所以然”，但依然有众多士人不满足于西学所言之“故”，认为未达本质。接受儒学教育且热衷实学的揭暄秉承其师方以智的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
的观点，力求通过考虑中西天文知识，在宇宙学说上另辟蹊径以找寻到一个既能“言通几”又能集古贤之精华的学说。揭暄的晚年作品《璇玑遗述》正是其同时代讨论宇宙论的物理本质的最为系统的一部作品。本文试就揭暄的生平、学术交往作一分析和讨论，并对其著述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揭暄及其家人
揭暄生于江西省广昌县，其祖父、父亲均为读书人——祖父为秀才、父亲为明诸生、被揭暄称为“宗叔”的揭重熙为明末进士。
揭暄祖父名宗臣，字国佑，号景仁，是在私塾里教学的秀才，为人淳朴厚道，不计较“束修”（即酬劳），是当地的名师。

揭暄父亲揭衷熙，字静叔，又字思冲，为明末诸生，生年不详，卒年应为1646年。揭衷熙曾在清军破南京（1645年）后与揭暄举义抗清，投奔南明唐王，被委任为推官。据何三省《广昌志》“介烈传”中所写传，揭衷熙“质敏异，读书过睫不忘，工古文词。督学侯公峒曾搜异才首拔。尤殚心理学，诸讲幄咸推上席。身欣伟好洁，瞻视烨如善啸。占对慷慨，好善嫉恶，不苟言笑”，且“素以道义自持”、“忠孝性成，每思以身许国”，可见尽管揭衷熙仅学至诸生，却为当地督学侯所赏识，且在讲坛上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丙戌（1646年）五月揭衷熙与友人护饷被贼人劫持后，盗贼“以名宿纵之”，但揭衷熙后又返贼所，求其释友，在贼人威胁之下，揭衷熙坚持“死则俱死，义不忍独生”，最终殉友。
李梦日亦评价揭衷熙“尊人静叔先生，学问渊源，著述几满车”
；另林时益称揭衷熙“以博学著述为当时巨公，所称名藉甚”，措辞比“名宿”更为强烈。此外，当时江西武宁三盛之一的盛谟亦描述揭衷熙：
“明诸生，负经济才，日痛愤天下事不可为，往往周绕堂室，对暄而泣，相视欷歔不已。及游金陵，会大兵破维阳至瓜州方驻师。衷熙登金山望两军相持，私为筹划，久之熟视文武吏皆阘茸，无可与言者，乃还。”

说明其心系国事，总抱有“以身许国”之愿，尽管拥有治国安民、兵法战略才能，却郁郁不得志。
就现有资料，揭衷熙著述仅有《三辨》（即《放桐辨》、《卫辄未尝距父》和《卫武公未尝夺嫡》）、《二考》、《四书晰疑》、《尚书简言》和《古文略》，涵盖对纲常伦理、儒家经典的讨论，但并非“几满车”。这些著述目前未发现有流传，内容已不可知。
揭重熙（？－1651），揭暄称之为“宗叔”或“授业叔”，字祝万，又字万年，号蒿庵。
就“授业叔”之名来看，揭暄应在年少时便与其熟悉，且揭衷熙在学术方面必定对揭暄有过指导。后揭暄父子起义时，与其前后并起。揭重熙自幼聪敏好学，过目成诵，被称为异才。明崇祯十年（1637年）考中进士丁丑科二甲三十名，
授福宁(今福建霞浦)知州。清兵入关后，先辅佐福王，授为吏部验封主事；后又效力于唐王，任命为考功司员外兼兵科给事中、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永明王时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兵备。作为明朝遗民，揭重熙受命于危难，多次组织武装抗清，转战赣闽。顺治八年（1651年），揭重熙兵败被俘从容就刑。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被追谥忠烈。
其文学成就主要为诗歌，著述现在仅存《揭蒿庵先生诗文集》十五卷、《书谭襄敏公传后》和《五经先生集略》。
揭暄，字子宣，号半斋，一号韦纶，又号参膺。有学者对其生卒年作过不同猜测，综合各家观点，揭暄生年推测为1605至1625年之间，卒年为1691至1705年之间。
几种观点中，仅张天岳称其所断揭暄生卒年（即1613和1695年）是从广昌县盱江镇的揭氏家谱所得。
据邱维屏言“子宣年三十上下，子曾见所著《性书》、《昊书》、《兵经》、《战书》”，而《昊书》序标为1645年、《性书》成书在1644－1646年间（见后文），可推揭暄生年不晚于1620年，或为1615年前后。以上是学者推测，揭家后人则以另一种方式给出答案。近年揭氏宗亲活动频繁，不但建立了“中华揭氏网”、发起寻根问祖活动，且组织“揭氏先贤研究会”，引起世人关注。
揭氏后人刊登文章中称揭暄在世时间为1613至1695年，此说应来自揭氏家谱。鉴于此判断与张天岳所言一致，笔者认为应无疑。


刘大千称“暄少颖悟，通性命天人之学，日试六艺为诸生，已更试七艺”。
揭暄自小接受儒学教育，通过考试成为诸生，除四书五经外对其它学问还别有所悟。吴炳称揭暄为“广昌县学生员”，证明其有“生员”身份。可推测，若非明清鼎革，揭暄应依循士子科举之路。然而清兵入关长驱南下，南京沦陷，揭衷熙领揭暄发愤举义。唐王朱聿键1645年在福州称帝，任命揭衷熙为推官，揭暄为职方司主事。
温兰称揭暄“以经术荐辟授兵部主事”，这与盛谟所言揭暄“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相一致，
均为揭暄精兵术的反映。

为唐王效力后不久（1646年5月），揭暄闻父难，“枕戈泣血，图所以报，计百出，贼急走险，暄用谍者间贼左右”，而谍人“凡所向必告，一贼逸出为所获”。
在父亲大祥之日，揭暄将贼斩首于墓门前，洒血祭奠。清兵攻陷福建后，南明政府告亡。丧父之痛加之抗清复国已无望，揭暄“遂深居林薮，萚冠野服，与子匡闻呜咽幽抑以终”。不过归隐后，揭暄反得以静心读书、广交文人学者、潜心钻研学问。《璇玑遗述》便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就家学传统来看，揭暄祖父、父亲、宗叔作为儒士的经历必然对揭暄走科举道路、读书兴趣和做学问产生深远影响；揭衷熙对战事的关注和战术谋略的考虑亦会启发揭暄对兵术战略的领悟；而揭衷熙与揭重熙在明末奋起抗清的“义举”令揭暄自然地卷入抗清洪流当中，并在明朝彻底覆灭后毅然归隐山林不问世事，即便朝廷屡次征召亦不为所动，这应是家庭和传统儒家文化对揭暄个性的塑造。
二．揭暄的学术生涯及其交往
1、儒生阶段
甲申之变前，揭暄在家人士人身份的影响和熏陶下一直接受正统儒学教育，是“日试六艺”的儒生，考取诸生身份后继续为应举作准备
。此时期，揭暄跟随老师学习，身边大多是长幼相近的同学。据《战书》序，揭暄为学之所应为临川社。
揭暄兴趣广泛，“独好深湛之思”，在1644－1646年间，先后写成《昊书》、《兵经》、《战书》和《性书》四部书，声名鹊起。时任江西提学副使的吴炳称揭暄“异人”，称《兵经》和《战书》为“异书”。
资料所限，揭暄的具体从师和交友情况较难推测，不过上述四部书所列评阅人、序或跋的作者可反映一些端倪。

《性书》原刻评阅人姓氏有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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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其时与揭暄相识的学者还有有吴炳、王养正、昹少莱、万化孚、杨思本、谢毓玄和李梦日。
另外，《昊书》原序为乙酉年（1645）“社弟谢毓玄穉芹顷首书”；《兵经》“原序”为“黎川崔缉”所作；《战书》序则为“临川社教小弟李梦日方中甫题”。
据上述《四部书》所涉人物身份可知，揭暄此时结识者大多为社学中人。其中，“学宪”吴炳
、“兵宪”王养正
和学社“社伯”杨思本
均为明末进士且仕途平顺，“社友”李梦日亦应举且曾任户部主事
。后逢甲申之变，吴炳和王养正参与了抗清战争。在揭暄试举时，吴炳时任江西提学副使，王养正时任按察司副使，他们应当是当时揭暄所结识的地位最高的官员。
可见，在此时期，社学是揭暄的主要活动范围，他所接触的学问应多为传统儒学。值得注意的是，揭暄此时所撰四部著述却游离于四书五经之外，这反映出揭暄兴趣广泛、为学不拘一格，对作学问抱有开放态度。尽管试举是士人的唯一出路，但揭暄并未受其所累，在应举的同时发展着自己的学术兴趣。
2、抗清时期
满清入京（1644年）至破福建汀州（1646年8月），对旧朝忠贞不二的揭衷熙痛心疾首，愤而举义抗清，揭暄响应并与宗叔揭重熙、同乡何三省（明广东提学使）、骆而翔（明顺庆府推官）等人先后起义，在闽赣边境的建宁、广昌、长汀一带抗击清兵。这两年尽管短暂，但对于继承了父亲刚烈忠义性情且“少有奇气，喜论兵”的揭暄而言，却浓墨重彩。
就现有资料还很难判断揭暄在担任抗清将领时期是否有过论著问世，亦无其学术交往记录。有明确记录与其一同供事于南明唐王麾下且有交往者仅有揭重熙、吴炳、何三省和骆而翔四人。前二者前文已介绍；何三省为崇祯进士，曾任广东学政，
明亡后隐居，后来亦与方以智相交，与其和揭暄一同交游访学，1662年他发起募梓《通雅》，
揭暄因去桐城取稿校雠、募资锓木；骆而翔试举成绩不详，曾任顺庆府推官。

可推见，在1645至1646年间，揭暄的主要活动是参与抗清活动。当时时局动荡、战争纷扰，揭暄四处转战，接触人物多是为唐王效力的明朝遗民官员。国事突变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战火纷乱年代，尽管聚集在晚明政府麾下的多为官员士子，但他们难有机会去探讨学问。
3、归隐时期
归隐期，揭暄“徜徉山谷与易堂、程山及宁化李世熊、桐城浮山愚者游。康熙中，屡征召，以老辞。讲学豫章、青原”。
“易堂”、“程山”为当时江西“三山学派”中的两个学派。易堂以“易堂九子”闻名，包括有“宁都三魏”之称的魏禧、魏际瑞、魏礼，以及李腾蛟、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彭任和曾灿。九子隐居于宁都翠微峰，名其居室为“易堂”，均为清初善诗文者。1646年结社起至1680年魏禧卒，是宁都易堂的鼎盛时期。易堂的结社是以避乱为机缘，由一些有着明显地缘联系、志趣相投的士人构成，学术上提倡古文实学，间而教授古文辞，相与问难。易堂注重造士，规模大时弟子达数百人。易堂九子喜好出山交游，“几遍交天下奇士”。南丰程山学派由谢文洊建立，亦门人众多，培养了大量探讨理学的士人。谢文洊在阐释理学方面对江西后学产生过巨大影响。豫章，即今天江西南昌；青原，则应指江西庐陵青原山（今江西吉安）。
“豫章”、“青原”均为讲学之处，前者便是江西“四大书院”之一的豫章书院。
在其它零散文献中也有一些反映揭暄交往情况的内容，汇各书之录，与揭暄结交者有：余飏
、方孔照
、李世熊
、文德翼
、刘大千
、方以智
、游艺
、邱维屏
、林时益
、谢文洊
、魏禧
、甘京
、温兰
、方中通
和何之润
。最重要者属方以智、方中通、游艺、“易堂九子”和“程山学派”的核心人物。这些学者大多亦彼此相识，关系错综。其中，揭暄对明清名士方以智执弟子礼，并以方以智门人自居。由于方以智也曾投效过唐王朱聿键，揭暄与其相识的年代也许可追溯到1645或1646年。
对于揭暄交往情况及这些学者所属学派情况，笔者试作一简图（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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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揭暄交往人物关系图
据揭暄交往人物的生平可知，他们的经历有较高相似度。除方以智老师余飏、隐居宁化的李世熊和方以智父子非江西人外，其余均出生于江西，且活动范围主要在江西境内。这些士人几乎全为明朝遗民，且大多参加前朝的科举考试，并不乏成绩优秀者，如余飏、文德翼、刘大千和方以智均为进士，其中刘大千为亚魁，李世熊、邱维屏、谢文洊、魏禧、甘京则均为诸生身份，其余虽不试举却学术颇有声名。这些人物中，年长者多有抗清经历，比如李世熊、方以智均拥护唐王，魏禧曾谋划起义，彭士望曾为史可法的幕僚佐助抗清，林时益本明宗室，入清后改姓易名；年轻者如方中通，则秉承父志，不在新朝试举做官。他们均因明朝覆灭，选择守节义而隐没于世，独研学问。揭暄同他们一样，隐居山林后，专心为学。从交游访学的经历来看，揭暄与这些士人构成了一个学术圈，并且揭暄归隐访学时期亦是这个学术圈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时期。揭暄频繁往来于南昌、青原山、宁都和南丰四地的讲习场所，是这个学术圈学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从此时期揭暄接触的学术来看，主要涉及易学、理学、格物之学、天学以及经世之学，其中易学、理学和经世之学是江西三山学派所热衷的，而格物之学和天学方面则多是与方以智、邱维屏、游艺和方中通交流所得。
三．揭暄的著述

揭暄著述颇丰，据会友堂本《璇玑遗述》所附序、传和跋，袁翼的《邃怀堂全集》及《揭子遗书》之序，可知其著述有《性书》、《昊书》、《兵经》、《战书》、《兵法纪略》、《二怀篇》、《道书》、《星书》、《水注》、《射书》、《火法》、《舆地图》、《帝王纪年》、《天人问答》、《禹书》、《星图》、《天地古今大观图》、《周易得天解》、《大易全义考》和《璇玑遗述》。现尚存《性书》、《昊书》、《兵经》、《战书》、《兵法纪略》和《璇玑遗述》六部，《天地古今大观图》独本已不存，但其内容多数被摘录刊载于《璇玑遗述》会友堂本卷末。


除以上有明确记载的著述外，成书于明末清初的《天文图说》中辑有揭暄所绘“大地圆球五州全图”和“亚细亚大州图”
。有学者已论证前者临摹了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后者出处虽未确定，但其文字说明应来自艾儒略的《职方外纪》。


对于已亡佚的几部书，内容虽无法了解，但据书名亦可推知揭暄对于历史、天、地、万物本原以及天地变化均有所涉及，反映出揭暄的兴趣和江西各学派的影响，比如像《周易得天解》涉及问题便是易堂九子、谢文洊和方以智等人非常热衷讨论的问题。
对于现存六部书，《兵法纪略》已很难见到。2006年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曾拍出清同治元年刻本《兵法纪略》共十卷，购者不详，拍品介绍中说此书中附有大量插图，并将原八册合订为四册，集各兵书攻守防御之法。《性书》、《昊书》、《兵经》和《战书》四部成书年代较早且时间相仿。谢毓玄撰“性书原序”中回忆“岁甲申与揭子抵足联床者几阅月”且讨论揭暄著成之书时的情景，因而《性书》成书应在1644年或之前。另谢氏所作“昊书原序”的落款年代为乙酉年（1645年），是四部书序中唯一标明年代者。而《昊书》、《性书》、《兵经》和《战书》四部书均有“学宪吴石渠先生鉴定”标识，因吴炳在1646年唐王被杀后投奔桂王，其对四部书的鉴定工作必然在是年前完成。另外揭暄社友所撰《战书》序中提到揭衷熙“殉友遇害，子宣零涕三年”，虽不能断言此序为揭暄守孝三年完毕后所作，但必然在揭暄父亲遇害（1646年夏）之后。综上判断，如若四部书同时刊刻，那么刻印出版时间应在1646年后。
就内容而言，《兵经》和《战书》均为军事书籍，《兵经》尤受推崇，全书以智篇、法篇、术篇分为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为题组成一百篇。吴炳著文称其“为名篇不可无传，语约而谈，解创而确。……所著兵经，俱实有所见，可试诸行，非游谈剿说。”李梦日亦称“揭子汇其全，著《兵经》百篇。文法陶铸唐典以下，兵法陶铸黄帝以下”。
《兵经》成书后，为四方学者传阅，“为名公巨卿所赏叹至。……受而读之，为之反复不忍释也。”足见其义理之精。《战书》则为《兵经》的延展论述，“复从《战经》所列，衍叙六百数十余条，编为战书十七卷”（所谓《战经》即为《兵经》）。李梦日撰《战书》之序对其书亦颇多褒扬，称“揭子宣《战书》即画。画阵、画图者板，而此书较活。”


《性书》主要讨论心性，列举数十条“心”和“性”的划分，探究“心性之始”、寻源理委。揭暄称此书较之宋儒性理之学“更推进数层”、“窥得心性之中”。吴炳在《性书》所附移文中称“呈送《昊》、《性》等书到。道随经细阅，语约而该，解创而确，诚性命之真诠，天人之奥府也”。


《昊书》与《性书》相对应，按揭暄原话，二者“当表里为读”。
《昊书》篇幅不长，共八卷，内容主要讨论天象、气象、其变化及成因、水象、水火创生，并专设章节批驳“虚妄”之事，如占卜、风水、星命等。《昊书》前三卷涉及的天学内容是他早期对天地的认识和对天象、天体运动的理解。需要指出，此时揭暄已开始接触西学，因书中提到西书的“四行”和地圆观。不过这种情况仅零星出现且未详加讨论，说明揭暄尽管开始接触西学但还非常有限。几十年后完成的《璇玑遗述》则以《昊书》为基础，并吸取了大量传入的西方知识。

《璇玑遗述》又名《写天新语》，前者为揭暄最初命名，后者为方中通阅其初稿时的命名。
目前所知《璇玑遗述》最早版本为乾隆三十年（1765）的会友堂本。
后有广昌县揭氏家族濠塘房刊刻的濠塘本，未注明刊刻年代，其文字内容和图说与会友堂本稍有差别。濠塘本在咸丰九年（1859）又得到补刊，内容与原本无差。光绪二十五年（1899），焦钟泽在右街太守胡念修资助下将会友堂本作为《刻鹄斋丛书》的第一本刊行于世。
《璇玑遗述》部分内容是方以智天学观念的延伸或重修。方以智于1671年去世，曾为《璇玑遗述》作序，序中认为揭暄“决千古之疑者：止一左旋，并无二动也；槽丸之激退而滚进也；日光肥而地影瘦也；七政各体皆圆，圆皆转行，非平行也；金与水附日，而为小轮也；星避日冲，故有伏逆迟留也；岁实无差，祗星差耳；三际九重非定论矣。诸如此类，每发一条，辄出大西诸儒之上。乍阅之，洞心駴目；实究之，本如是也。”其文所提八条内容，显然超出《璇玑遗述》的雏形——“象纬亿证”（濠塘本名为“写天总论”）涉及内容。书中一些节后附有方以智所写短注，亦说明方氏所读多于“象纬亿证”内容。然而是否《璇玑遗述》草稿在方以智去世前已初具成稿规模，还很难说。
邱维屏在乙卯年（1675）为《璇玑遗述》所作序中提到，“持过予时，都为一篇。予为鉴定之后，更就正浮山大师。师子位伯名之曰《写天新语》。订论尤详，分列之以为数十余条。于是为序。”
此“一篇”为何，并未指明。“象纬亿证”节后，邱维屏又注：

“此篇议论能壳古今所未有，自是人所难及。而文字疎直，滔滔老朴，无烦凿之气，亦属大家体裁。原名订以‘亿’者，据质而存谦冲；‘证’者，见非勉强凿空，具有实悟，而然也。后又分门析类，编成数十余条，质疑考误，畅前所言，无不悉至。方密师名以《写天新语》。此篇似不须存，然余喜其振纲挈领、大义炳然，勉其并梓以贯诸首，或单行问世亦无不快云。”

文中“后又分门析类，编成数十余条”与其序中说法极为相似，而“原名订以‘亿’者，……；‘证’者，……”显然是“象纬亿证”标题缘由的阐释。可推测，邱维屏所谓“一篇”应指“象纬亿证”之雏形，后交付方以智、方中通审阅，方中通命名为《写天新语》，揭暄将文中内容分门别类后又详加阐释。对于后来又编数十余条“质疑考误，畅前所言，无不悉至”，则至少说明邱维屏在写“象纬亿证”节注时，揭暄已完成数十个细致分析的条目。细数《璇玑遗述》节数，会友堂本除佚节，共40节；濠塘本除附录中的17节，共35节。而邱维屏于1679年去世，于是可推测，也许此前《璇玑遗述》的多数内容已大致罄稿。此外，同方以智一样，邱维屏亦在《璇玑遗述》一些节后附注，不过就揭要在其跋中所言“家向有方密之、邱邦士二先生鉴本，岁久轶去，唯原稿存缮而辑之。顾稿易字，每粉涂久辄脱，更觅他邻近缮藏者较之，亦多寡互异也”，可知会友堂本中所附方以智、邱维屏二人注已经是残存的片段，“鉴本”中二人注释内容显然更加丰富。

揭暄曾于康熙七年（1668）入福建，与游艺讨论天学。游艺在《天经或问前集》中征引了许多《璇玑遗述》的观点，如“天气内实”、“天转最疾”等，书中所附“昊天一气浑沦变化图”与揭暄书中“昊天一气浑沦旋转之图”相似，图说文字也大致相同，说明这些内容在成稿约于1675年的《天经或问前集》出版前便已经为游艺所知。康熙十九年（1680）揭暄再到建阳拜访游艺，将《写天新语》诸图送给游艺。
游艺《天经或问后集》（约1681年）收录了“昊天一气浑沦旋转总图”、“日冲星顺逆迟留图”、“月黑影外转内之图”、“日掣金水黑星环转图”、“日火下降上升诸象图”及“云飞雨降雷鸣电掣之图”六幅图。在《璇玑遗述》中，有三节附有游艺注，且“定历十事”一节标题下注有“游子六订刻”，显然揭暄在撰写《璇玑遗述》过程中，与游艺有着密切联系和交流，游艺在《天经或问前集》和《天经或问后集》中所引《璇玑遗述》中部分内容反映了当时《璇玑遗述》已完成内容。

梅文鼎在《勿庵历算书记》“《写天新语》钞存一卷”中言：
“广昌揭子宣暄，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谓七政之小轮，皆出自然，亦如盘水之运旋，而周遭以行急而生漩涡，遂成留逆，实为古今之所未发。岁己巳始得奉寄一函，承其不弃，以《写天新语》草稿见寄，因摘録存之。（因见邸抄有章君顺节尉，广昌以为颖叔也。因属周星士致书焉。次年得报函，则余在京师矣。然其为尉者，亦山阴章氏，而非颖叔。乃此君仍能遣役，逺寻揭先生觅致此书，有古人之义焉。至今衔徳未有以报也。）……”

可知，至少在己巳年（1689）《璇玑遗述》草稿已完成。

由此可知，《璇玑遗述》以《昊书》为基础发展而成，内容积累应大致从揭暄与方氏父子结识开始，经历长期在江西学社间访学和研讨，《璇玑遗述》草稿逐渐得以充实，约在17世纪70年代其书内容应已大致完成。《璇玑遗述》会友堂本首有万年茂（1718－1808）乾隆乙酉（1765）作的序，
尾附吴廷试和揭暄族孙揭要二人同年所作跋。万年茂序中提到，“甲申主席豫章。明年广昌揭生要持其族半斋先生《璇玑遗述》暨《大观图》。……于是书为尤信也。因为重订，梓而行之。”吴廷试言“今揭君要呈是书〔《璇玑遗述》〕，师喜曰‘是与余书发明者’。亟手订，更属及门诸子梓之，命试参焉。”揭要跋中曰：
“右族祖子宣公《璇玑遗述》悉晚年杂纪问难，累积成帙者。皖城方位伯先生易曰《写天新语》。近黄冈万南泉先生乃手订之，……家向有方密之、邱邦士二先生鉴本，岁久轶去，唯原稿存缮而辑之。顾稿易字，每粉涂久辄脱，更觅他邻近缮藏者较之，亦多寡互异也，今尚有存其目而轶其篇者。其圈识则南泉先生更补之，要一一附纸尾，姑志渺见耳。公《性书》、《昊书》当时已为学使者吴公梓行，《星书》、《道书》、《禹书图》、《舆地图》、《水注》、《火法》、《天人问答》、《帝王纪年》今或存或轶。存者俟续梓。”

序和跋中均未提《璇玑遗述》曾刊刻之事。笔者认为，若此书曾刊行，那么至少详述了成书过程的揭要应提及此事。因此很有可能的情况是，1765年刊行会友堂本即为《璇玑遗述》的最早版本，此前其书应以誊抄本（或谓“缮藏”）形式流传。这样，梅文鼎所言揭暄在己巳年“以《写天新语》草稿”而非成书见寄便可理解了
    综上所述，揭暄的境遇及学术受到了揭暄家庭、社会变革及其交往学术圈的深刻影响。除明清鼎革时短暂的兵戎生涯和为官经历外，揭暄一直身处儒林，并且在实学兴起的环境下，对战事和宇宙论颇有领悟。西方天文学的传入应推动了揭暄研究宇宙论的热情，特别是归隐后与江西著名学派成员相交、与方以智、方中通、邱维屏、游艺等与传教士颇具渊源或深谙西学的学者相熟后，揭暄对西学了解愈渐深入，对宇宙论探讨的内容亦日渐丰富，形成了其汇各家之言且自恰的一家之说。综观揭暄所作著述，内容涉及考据、传统儒学和自然哲学，均属实学家所关注内容，且与其学术圈所关注的问题相一致。可以说，揭暄的交往对其学术成果有着塑造与推动作用。有关揭暄著述的具体内容以及学术圈对其学术的影响，见另文讨论。
� 作者简介：陈悦（1977－），女，北京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


�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


� 张天岳“清代著名科学家揭暄”，《广昌文史资料》，第1辑，81页。


� 何三省，“广昌志——介烈传”，《璇玑遗述》会友堂本。丙戌五月揭衷熙被盗贼劫持后释放，不久揭衷熙又返回贼所，求其释放友人，最终被贼刺死，因此揭衷熙卒年1646年无疑。


� 揭暄，《战书》“原序”，《揭子遗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濠塘补刻本，二页。


� 盛谟，“揭半斋先生父子传”，《璇玑遗述》会友堂本。


� 揭暄，《性书》“原刻评阅姓氏”，《揭子遗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濠塘补刻本。


� 潘荣胜主编，《明清进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33页。


� 张廷玉等修，《明史》卷二百七十八，列传第一百六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出版社，1983年。


� 同上，卷二百七十八考证后。


� 孙承晟，《明清之际士人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反应——以揭暄<昊书>和<璇玑遗述>为中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5年，15页。六种估计为：王重民推测揭暄生于1612年以前，卒于1691年以后（见《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97页）；李迪估计揭暄生于1605年，卒年待考（见《中国历代科技人物生卒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72页）；石云里和王元春估计揭暄生活于1610年至1702年间（见石云里“揭暄的潮汐学说”，《中国科技史料》，1993年第1期；见王元春“试论揭暄的宇宙演化思想”，《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年，第20卷第3期，67页）；冯锦荣估计揭暄生卒为1614-1697（见“明末清初方氏学派之成立及其主张”，山田庆儿编《中国古代科学史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139－219页）；张永堂推测其大约生于1625年，卒于1705年以后（见《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明末理学与科学关系试论》，台北：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176页）；张天岳认为其生于1613年，卒于1695年（见“清代著名科学家揭暄”，《争鸣》，1993年第1期，73页）。另外笔者读到朱同海在其于1982年发表的文章“揭暄及其著作”中介绍揭暄生卒年大约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至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但并未给出推论依据（见朱同海，“揭暄及其著作”，《� HYPERLINK "http://erf.sbb.spk-berlin.de/han/caj/ckrd85.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JXSH&NaviLink=%e6%b1%9f%e8%a5%bf%e7%a4%be%e4%bc%9a%e7%a7%91%e5%ad%a6" \t "_blank" �江西社会科学�》，� HYPERLINK "http://erf.sbb.spk-berlin.de/han/caj/ckrd85.cnki.net/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JXSH*1982*06&NaviLink=%e6%b1%9f%e8%a5%bf%e7%a4%be%e4%bc%9a%e7%a7%91%e5%ad%a6" \t "_blank" �1982年06期�，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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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千，“广昌志——文学传”，《璇玑遗述》会友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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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谟，“揭半斋先生父子传”，《璇玑遗述》会友堂本。


� 温兰撰“见知录复仇传略”和盛谟“揭半斋先生父子传”，《璇玑遗述》会友堂本。


�  方以智，“原序”，《璇玑遗述》会友堂本。


� 《战书》“战书原序”落款为“临川社教小弟李梦日方中甫题”，见《揭子遗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濠塘补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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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梦日，“万历四十年壬子”试举，任户部主事。见《（光绪）广州府志》，卷四十，选举表九。


� 何三省，“明崇祯进士，督广东学政。”（见《（康熙）江西通志》，卷八十四。）“崇正〔祯〕四年进士，历官礼部主事。……明亡欲举义，闻闯贼诛，乃罢。隐居，卒。”（见曾燠，《江西诗征》，卷六十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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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翼，“兵法百言跋”，《邃怀堂全集》“骈文补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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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孔照（1590左右－1655），明末清初著名儒学家、易学家，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因事遭劾下狱，方以智讼父冤，皇帝复方孔照以右佥都御史。“方潜夫于无月夜，见晕如虹，半规地上。与余〔揭暄〕于泰和桃源，日没时见光影环抱”（见《璇玑遗述》，卷二“地圆”。）


� 李世熊（1602－1686），“少负奇气，植大节。……生平喜读异书，博闻强记。……六经、诸子、百家，靡不贯究。然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其为文沉深峭刻、奥博离奇。……甲申后，自号寒支道人，屏居不见客。征书累下，固谢却之。……闽中拥唐王，监国用大学士黄道周，……征拜翰林博士，辞不赴。”（见赵尔巽，《清史稿》卷五百八，列传二百八十。前文已引其与揭暄交游的文献。）


� 文德翼，崇祯七年进士，授嘉兴推宫，其人品清逸，学问渊博，不为权贵所挠。他为《璇玑遗述》作序，与方以智交并同游，讲学南丰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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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文洊（1615－1681），“明季补诸生，年二十余入广昌香山，辟精庐，诵佛经。既而读龙溪王氏书，又读阳明书，自此讲阳明之学。年四十矣。一日诣新城神童峰会讲……自于城西，起程山学舍，制程山十则。”前已述及揭暄游历南丰程山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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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兰，与彭任、魏禧熟识，分别见彭任作“温伯芳二子字说”， 邱维屏撰《邱邦士文集》卷三，和魏禧的《魏叔子文集外篇》。温兰作《见知录复仇传略》，述揭暄为父报仇之事，《璇玑遗述》卷二“附潮汐考”亦提及温兰其人。


� 方中通（1634－1698），明翰林方以智次子，家传易学，通天文历算。顺治十年，向西欧学者穆尼阁问律算，得火星法；十六年，前往北京，与钦天监正汤若望论历法。并吸收中国古代算术，诸如《周髀算经》、程大位的《算法统宗》、顾应祥的《测园算术》等，二十七岁著《数度衍》。与揭暄共同讨论《物理小识》并写按语，在与揭暄讨论的基础上撰《揭方问答》，后为《璇玑遗述》撰序。


� 何之润，自称“黎川门人”，称揭暄为“吾师”，并为《璇玑遗述》作序。


� 会友堂本卷末包含有“诸图汇说”、八幅图示与图说，见《璇玑遗述》会友堂本卷末图－三。这些内容并非《璇玑遗述》最初包含内容。据万年茂“志”，其内容来自揭暄的《天地古今大观图》，“因子图与书发明，摘置于此”。


� 袁启，《天文图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龚缨晏、赵晖，“《天文图说》与西方传教士”，杭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1期，2004年，155-156页。


� 李梦日，《战书》“战书原序”，见《揭子遗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濠塘补刻本。


� 同上。


� 吴炳，《性书》“大宗师吴石渠先生移文”，《揭子遗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濠塘补刻本。


� 揭暄，《性书》“凡例”，《揭子遗书》，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濠塘补刻本。


� 邱维屏，“原序”，《璇玑遗述》会友堂本。


� 朱同海在其文“揭暄及其著作”中曾提到《兵经》和《战书》的现存本是清咸丰九年本，为广昌县揭氏家族濠塘房补刊本。尽管这一说法还有待考证，但实际上在明清之际，私人刻书在江南已经非常普遍，万历年间以苏州、常州、金陵、杭州私刻为最，后又有闽建（今福建建宁）书坊闻名，至清代私刻则主要分布在苏、浙、皖、闽一带，世代为读书人的揭氏家族拥有一个私人刻坊，与这种私刻成风的风气倒是相顺应。另外，在会友堂本《璇玑遗述》卷六－三十一“水火各征”中，揭暄提到“濠塘揭祠”，说明濠塘与揭家的关系，似是前说的印证。如果濠塘房是家族承办的小书坊，便也易于解释为何濠塘房所出流行于世的书极少，除揭暄的《昊书》几乎再无其它书籍注为濠塘本的原因了。朱同海，“揭暄及其著作”，《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06期，108页。


� 同注52。


� 会友堂本《璇玑遗述》中此节名为“象纬亿证”，濠塘本名为“写天总论”。因原文内容完全一致，仅濠塘本缺文后所附“要编”（非揭暄撰），本文后均采会友堂本“象纬亿证”代称此节。


� 揭暄，“象纬亿证”，《璇玑遗述》会友堂本。


� 冯锦荣，“《天经或问》提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六，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153页。原文内容可参见会友堂本《璇玑遗述》，“岁庚申，先生再至，又获见其‘昊天垂象圆球’、‘大地五州圆球’、‘一气旋转’与‘风云雷电’、‘日火下降阳气上升’ 诸图。”


� 梅文鼎，“《写天新语》钞存一卷”，《勿庵历算书记》，《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二六三册。


� 万年茂（1718-1808），字少怀，号南泉，湖北黄冈人。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后擢广西道御史。乾隆朝重臣梁国治、刘墉皆出其门下。因弹劾大学士于振、陈邦彦而遭罢归。在家杜门谢客，主讲问津、麟山、岳麓、河东、江汉各席。乾隆三十八年（1773）聘为岳麓书院山长，学徒甚众，被尊为书院“山斗”，著有《周易图说》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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